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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的政治学是通过“原则政治”这一概念与党和纪律教育活动发生联系

的，即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纪律教育活动秉持着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提

供的两大原则：一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解决现实的人的异化问题；二是从国家 － 社会

关系出发，弥合国家普遍性和个体私人性的矛盾。 从马克思的政治学的两大核心命

题———实践与异化出发来看，党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在根本上是一种指向共产主义的

观念实践和政治实践，源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作为现实的人的共产党员及其构成的共产

党组织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本质上意欲通过组织化克服原子化，以公共性克服私人

性，最终弥合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
　 　 关键词：党纪教育；马克思的政治学；纪律建设；原则政治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３９４Ｘ（２０２５）０２⁃００３４⁃１２

一、引　 言

在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学习贯彻

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

次集中性纪律教育。［１］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

知》，明确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至 ７ 月在全党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 此次学习的主要契机是《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２］ （以下简称《条例》）进

行了第三次修订，但考虑到党纪教育作为政党

治理的一种常规化活动，我们应当从学理上理

解和把握这种政党的组织化行为，对其中所蕴

含的政治学意蕴加以阐释。

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教育活

动，一般从两条路径加以阐释。 第一是从组织

行为学的角度理解党纪教育，这种研究取向倾

向于从更为一般（或者说科学）的角度将中国

共产党视作同人类社会的其他所有组织一样，
共享若干组织行为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其中就

包括对纪律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开展党纪教

育。［３ － ８］第二是功能主义的进路，将党纪教育视

为一种完善党的某种功能的活动，这种视角比

较关注党纪教育所能产生的效用和结果，也就

是功能的发挥问题。［９ － １３］ 比如，党纪教育有利

于进一步推进党的反腐败斗争，提升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等等。 这种分析方式奉行一种

功利主义的进路，即把党纪教育视作组织的理性

选择，认为纪律形成的原因是由其能够产生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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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定的，特别强调对党纪教育的效用分析。
上述两条路径可以说是从结构和功能的角

度阐明了组织化教育活动的必要性，但结构 －功

能主义分析的问题在于其对政治价值的忽略。
因此，这种解释路径虽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

什么需要党纪教育，但无法回答我们需要一种

什么样的纪律？ 以及更为重要的，中国共产党

需要通过党纪教育塑造一种什么样的纪律性？
换言之，党纪学习教育不仅是由结构和功能所

决定的，还取决于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原则。
因此，本文将在结构功能分析之外，尝试从原

则政治的分析路径出发来对党纪学习教育加

以阐释。
作为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实践，中国

共产党开展的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势必要实

现某种特定类型的“纪律性”，这种纪律性是具

备远景的、使命化的目标导向的。 这一远景目

标和使命导向就是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为克

服政治领域的异化而提出的总体解决方案，共
产主义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现实的

运动，在根本上规定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行

为准则，具体表现即是党的纪律。 只有从这一

马克思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我们才能明确

纪律建设和纪律教育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私人

性问题的鲜明价值取向，才能理解《条例》 “总
则”所说的“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２］２的

深刻含义。 因此，本文将从对党纪教育的功能

主义分析转向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政

治分析，从马克思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尝
试对党纪学习教育进行一种新的学理阐释。

二、从功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
党纪教育理论审思的新框架

　 　 （一）功能主义政治与党纪教育

功能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流行始于 ２０ 世

纪中叶。 根据吉登斯的总结，功能主义思想与

以生物成长和进化比喻为基础的模型密切相

关，认为生物学为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近似模

型，通常把有机体作为“系统”的指导模式，诉
诸生物学概念库来阐释社会问题，可以追溯至

孔德、涂尔干和帕森斯等社会学家。［１４］

受人类学和社会学影响，功能主义在随后

被引入政治学之中，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是

这一工作的开创者。 其主张在研究发展中地

区的政治时用“政治体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和
“功能”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概念替代“国家” （ ｓｔａｔｅ）和

“权力”（ｐｏｗｅｒｓ）概念，认为所有政治体系都由

政治结构组成、行使相同且多样的功能，这些

普遍的功能包括输入层面的利益表达、利益综

合、政治沟通、录用和社会化，以及输出层面的

法规制定、实施与裁决。［１５］后来，其进一步从体

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对政治体系发挥的功

能进行了划分。［１６］ 总而言之，这种观点的基本

前提是：所有类型的社会、政治系统都必须发

挥某种必要的功能。
功能主义政治的主要特点就是将政治现

象置于社会结构框架中理解（因此也被称为结

构 －功能主义），聚焦于其对社会产生后果的

成本与收益，当中找不到道德与伦理的位

置。［１７］６０诚如亨廷顿所言，核心就在于其看待政

体的方式，“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

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

度” ［１８］。 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针对腐

败问题的研究中，相较于从道德层面进行说教

的传统观点，功能论者就主张从腐败实际发生

的效果和功用上进行分析，强调腐败行为在特

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有益效应。［１７］５９功能主义分

析的影响是长期的，其“许多逻辑至今在一些

对于治理的思考之中依旧存在（尽管不易被察

觉）” ［１９］。 对党纪教育背景与方式的分析即是

如此。
从总体上看，党纪教育是反腐败斗争的现

实需要。 从反腐败斗争的大背景上来看，党的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工作是有步骤、有重

点、分阶段持续推进的。 十八大到十九大期

间，主要目标是“不敢腐”，用“治标”为“治本”
赢得时间。 当前“不敢腐”的胜利成果已经得

到巩固，反腐败战略转变为“三不腐”（不敢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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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其中“不敢”是前

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 接下来则

要大力推进“不想腐”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铲

除腐败“土壤”上下功夫。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不敢”）、规范权

力（“不能”）、教育引导（“不想”）紧密结合、协
调联动。”①［２０］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征程反腐败斗争，
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

续发力、纵深推进。” ［１］

基于功能主义政治的理解，实践中的党纪

教育或关注作为结构调整的条文修订，或聚焦

于其效用发挥采取特定形式，具体表现为各地

在开展党纪教育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同的样

态。 有些地方从条文梳理入手，结合中央层面

的解读对《条例》各种新旧版本进行逐条对比，
比如数据分析方面，认为存在用词表达变化等

技术性修改 １０ 条，实质性修改 ６６ 条，增删条目

各 １７ 条等；语气分析方面，如指出第四条党纪

处分原则里的第一点，把“加强对党的各级组

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

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中的“注重”
二字删除了，实际上加重了语气，不能只是“注
重”，而是必须。②有些地方将党纪教育视为一

种“普法教育”，不比较不同版本《条例》的内容

差异，而是直接对最新版本进行解释，强调本

次党纪教育不搞版本对比，不能停留于学习修

订的内容，而要对全部内容系统掌握，原原本

本、逐字逐条学习。 有的则着重用于条文背后

的法理阐释，认为《条例》文本内容具有较强的

专业性、技术性，很多不仅是“党言党语”，而是

“纪言纪语”。 如对“四种形态”的定义，旧版本

是“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现
改为“及时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

查、诫勉”，原因在于不能经常开展 “约谈函

询”，其大多适用于已经掌握涉案线索的情况。
又如第十一条，原来是“建议党外组织依照规

定作出相应处理”，现改为“建议党外组织撤销

其党外职务”。 因为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面

临党外组织没有规定，或不同的规定有不同处

理方式的情形。 最后，还有的注重在党纪教育

中运用各种典型案例，特别是发生在身边的案

例开展警示教育。 这种教育和学习形式的特

点就非常鲜活，贴近学习对象的实际工作和日

常生活。
（二）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与党纪教育

相较于聚焦效用而搁置价值的功能主义

政治，原则政治为我们理解党纪学习教育提供

了另一条可能的进路。 所谓“原则政治”，指的

是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原则”相较于“利益”具
有绝对的优先性。 因此，原则政治不等于政治

原则，不是简单地强调政治原则对政治实践的

规范和约束作用。 通过将原则放置在政治之

前作为修饰词，这一术语强调了一种原则优先

的政治哲学。 与理性选择和功能主义相比，原
则政治包含三点独特性：一是在政治原则下形

成一套固定且明确的政策主张，二是这些政策

主张的背后存在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三是这些政策主张在达成政策目标的过程中

不轻易根据利益做实用主义的调整。 在本文

中，原则政治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形而上的哲学

层面上，恰恰相反，这一术语更是对中国当前

切实的政治实践的抽象概括。
布坎南等人明确提出了“原则政治”这一

概念。 在宽泛的意义上，其认为“政治必须被

置于规范所界定的制约之中” ［２１］１８。 而回到具

体的语境下，这种“原则政治”与其对现代民主

政治本质的理解息息相关。 在他们看来，现实

中的多数主义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与

分配，人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期望通

过集体行为提高自身福利。［２１］２２ － ２９，６２ － ６３正是建

立在承认多数主义政治是以参与者行为利益

最大化而构建的前提下，“原则政治”要求“所
有政治行为在适用性上对政治社会内的所有

成员都要有普遍性的宪法要求” ［２１］７４。 即是说，
政治的恰当原则是一般化或普遍性，要求政治

行为适用于所有人而不具有歧视性。
从形式上看，这里的原则政治是一种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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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价值理性导向的政治活动，政治行动取

决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

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区别于纯粹功利主义

的工具理性政治。［２２］ 但从内涵上讲，马克思主

义的原则政治中，作为政治原则的价值取向本

质上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命令”“要求”，或者类

似于“天职观”的那种存在。［２３］ 因为其来源不

是神秘而先定的，也并非处于静止不变之中。
在这个层面上，如同布坎南所明确批评的那

样，这里讲的原则并非某种独立于社会成员认

知之外、等待被发掘与理解的“真理判断性概

念（ｔｒｕｔｈ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但需要指出，我
们同样也没有像他们那般从个体契约主义和

市场交换的角度进行理解。［２１］４ － １０，２２ － ２６

布坎南等人提出的原则政治指向个体的、
形式上与程序上的平等，其前提是对原子化和

私人性的承认乃至保护，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政治正是对其前提的积极扬弃。 马克思的政

治学关于实践与异化的分析及其延伸讨论同

样认识到了包括党员在内的个体政治参与者

的逐利性，但其给出的解决方案完全不同———
从总体上看正是共产主义，具体来说则是以组

织化与公共性来约束和克服共产党及其党员

的原子化和私人性。 因此，政治 － 集体抉择的

公共性之所以不是一个神话，用布坎南的词汇

表达，正在于其不是“假定”的，而是有原则约

束和价值指引的。［２１］７８

接下来本文将以马克思的政治学的基本

原理为基础，阐述党纪学习教育所依赖的两条

深层次的政治原则：一是从实践唯物主义出

发，党纪教育针对的是政治领域中人的异化问

题；二是从政党 －国家—社会（私人）的关系出

发，以政党来弥合国家（普遍性）与私人（特殊

性）的深刻矛盾。

三、实践与异化：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

视域下党纪教育的核心命题

　 　 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实践与异化是两

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构成了其政治学思想的

基本命题。 实践于马克思而言，大致相当于

“精神”在黑格尔体系中的地位，贯穿了其从哲

学到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研究。 实践与异化都

并非马克思首创的概念。 黑格尔将实践理解

为一种精神的自我活动，精神能动地在世界中

实现 自 身， 作 为 活 动 自 身 的 精 神 就 是 实

践。［２４］２４ － ２５而马克思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是一种

黑格尔精神的辩证转换。 因此在他那里，实践

首先起步于批判———对现存制度和内在于人

的矛盾的正确理论分析，这种批判源于同时又

能够证明人自身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这种对意

识、精神性的强调是与黑格尔一脉相承的地

方，但其最终要走向一种“革命的实践”，即对

政治经济根源的批判与改造，这是马克思超越

黑格尔之处。［２４］４３ － ４４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成为异化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才会发生。 其将

异化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范畴，与确定

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关，相比于异化的精神层面，
其认为人的实践———生产劳动、生产的客观条件

与关系才更为根本。［２４］３９ － ４０

（一）现实的人：一个理论基点的重构

对人的认识是马克思全部思想，包括其政

治学的理论基点。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之路的

起点和终点都是作为人本身的具体的人” ［２５］５７。
对林木盗窃法等的讨论，使其第一次关注到了

具体的人的问题。 而正是在费尔巴哈人本学

的基础上，其认识到人是现实的、需要穿衣吃

饭的，人自己就是他社会性的世界，本质上就

是“政治的动物”，［２５］６４进而开启了对黑格尔体

系的重构与超越。
费尔巴哈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

的批评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其片面理解了人

类精神的本质而忽视了人的感性，二是只知自

我意识着的“我”而忽略了主体间性。 因此，其
一方面强调精神被无意识地、出于自然本性地

肉体所规定———感性的人，另一方面指出“我
和你”的共在才是生活与思想的真正原则———
人的主体间性。［２５］１５３ － １６１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
克思意识到，唯物主义的、现实的人才应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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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当

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 由此，劳动不仅是一种

精神的运动，更是一种肉体的活动，异化不仅

是意识的对象性活动， 更是实践的对象性

活动。
但费尔巴哈设定的“人”是抽象的，这种抽

象性不仅体现在用观念上的“类平等”来掩饰

具体的人的不平等，且仅在感情范围内承认

“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还在于虽然其承

认人是“感性对象”，但从未将历史的、现实的

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产物。 因

此，一旦当费尔巴哈所谓的“人”触及现实和历

史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唯心主义。 对

此，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指出：（１）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
人的感性的活动；（２）费尔巴哈假定了一种抽

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３）他（指费尔

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

会形式的。③［２６］１３５

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人是现实的，有生命

的，可以经验观察的存在，这构成了全部人类

历史的前提；而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满

足人的生命存在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人

与动物的根本区别。［２６］１４７ － １５８换言之，人在本性

上就是一个行动、生产的动物———“本性上”仅
仅指人是一个除非他生产———运用劳动力———
以养活自己，否则就无法存活的动物；而人的生

命本质的生产层面就是一种实践。［２４］５３

可以看出，实践的根本尺度是“活生生的

世俗问题”，即关于经济生存的问题———只有

这一问题才是“绝对”，因为对于赤裸裸的生活

来说，只有它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２５］２０６ 而这

种劳动生产实践发生在市民社会之中，决定了

人的境况与特性，也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

本前提。
（二）现实的人的异化：特殊利益与共同利

益的矛盾

在马克思那里，基于生存需要的劳动实践

最终促成了分工的出现与发展，进而产生了两

大重要后果。［２６］１６３ － １６４ 一是人的 （劳动） “异

化”———分工非自愿性导致生产活动成为异己

的、压迫人的力量，固定化的劳动成为支配人

意志和行为的社会力量，即生产力。 在《１８４４
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

异化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劳动产品、劳动

本身以及人同自身作为类存在物（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异化，将导致人的主体性乃至实体性

的消失，最后是类生活、类本质的丧失。［２７］二是

政治领域的异化。 相比于异化在经济领域

（“劳动异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观念异化”）
的表现，我们很少注意到其专门论述的异化的

政治表达———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这
也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学的核心命题。

马克思阐述了分工发展产生的单个人、单
个家庭的利益同所有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个

人的（作为观念与现实的）共同利益间的矛盾：
“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
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

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

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

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２６］１６５

实际上，黑格尔同样认识到了马克思关注

的中心问题。 其将这种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

的矛盾理解为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矛盾，以及

市民社会中的人和市民国家中的人———人的

私人性与公共性二重身份间的矛盾。［２５］７６ － ７７因

为市民社会的人是彻底的私人，无论是有产者

还是无产者都被经济上的生存问题，即尘世中

的“需要”所规定，黑格尔便寄希望于通过代表

普遍理性的政治国家解决这一矛盾，市民社会

中的人（如等级代表）能够借助立法权、行政权

等通向国家，避免自身瓦解，实现特殊性与普

遍性的“合题”。 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意义上

作为共同利益形式的政治国家是一种虚幻的

共同体，是官僚乃至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代

表，无法克服上述矛盾。 对此，其提出了一个

替代性的总体方案：共产主义。
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共产主义不是一种

理想，而是一种植根于现有条件又消灭现存状

况的现实的运动［２６］１６６，“是用实践手段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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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目标的最具实践性的运动” ［２８］１１５。 政治的

异化从根源上讲来自市民社会中经济实践造

成的劳动异化，因此要克服这种异化，必须扬

弃人自我异化的产物———私有财产，进而真正

且全面占有人的本质，最终实现人向自身和社

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 ＝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 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

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

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

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２７］２９７

因此，实践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不是市民社

会，而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２６］１３６。 这种

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合理化了的社

会，取消了人的特殊活动范围， 通过扬弃商品

世界，“将物化为独立的片面的人拉回‘自然的’
人之中”，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回复其社会性的

类本质，从本质上成为“政治的动物”。［２５］７４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一种经济上，更是一

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革命实践。 这一方面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

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容纳、生产关系在旧社会

的成熟根本关联，［２６］３ 另一方面则与革命实践

的主要力量———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及其组

成的阶级密切相关。 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实践

的主体是通过解放自身而“使整个社会永远摆

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 ［２６］３８０ 的无产阶级。
其作为“自为阶级”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验的

阶级，“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趋向性的存在”，
但作为历史范畴、具有特定存在条件和运动规

律的工人阶级本质上又只是一个 “自在阶

级”。［２９］面对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在阶级” 与

“自为阶级”在理论、实践上的矛盾，马克思认

为，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尤其是经历革命

洗礼，是完成转变的关键步骤。
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

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

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

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

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２６］１７１

换句话说，自在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激烈

的革命斗争才能涤荡自身，“使共产主义意识

普遍地产生”，同时担当起“重建社会的工作”，
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自为的阶级、政
治的阶级。 “在革命活动中，改变自身同改变

环境是同步的” ［２８］１２７，“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

……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

列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 ［３０］。
列宁进一步发现，在俄国革命的现实条件

下，工人、群众的自发性使得其无法单独产生

革命意识，仅能形成工联主义，因此“这种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３１］７６。 而“只有工人阶

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

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

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

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

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

发” ［３１］２９９，实现对环境和人的双重改造。
（三）现代化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原则政

治下的党纪教育

无论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构建中，还
是对异化的政治表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实际

上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初期就指出了其即将

（或者已经）面临的现代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总体化的人道主义，其对共产主义的

设想，其实就是要“现实的人”在现代化的全面

发展基础上，同时克服现代性带来的各种问

题。 比如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无产阶

级作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矛盾，都根

源于现实的人———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性。
同样，来源于市民社会，但又要成为组织动员

无产阶级、推进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进分子的共

产党员也面临上述问题。
这种矛盾与张力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原则

政治的主要内容，而作为一种观念和政治行动

实践的纪律建设与纪律教育既是相应政治原

则的生成，又是对其的贯彻。 原因在于党纪教

育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根本上由共产主义本身

决定，共产主义“既是一种自觉的、被理解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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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的意识的生成运动，又是一种现实的、经验

的活动” ［２７］２９７，其合理性在于充分认识到，“人的

现实和潜力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是这两者是在历

史发展过程中改变的。 真正的新的潜力是扎根

在历史中的、作为人的实践出现的” ［２４］６０ － ６１。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总体化人道主义的原

则政治下，现代政治中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西

方“法治”原则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共产党对

党员的要求。 因此党纪教育并不是党组织对

所有党员的某种“法理”性的要求，而是基于马

克思主义原则规范的“纪理”性约束。 因此纪

律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区别在于，后者主要告诫

人们什么不可以做，而前者还需要让党员了解

行为规范背后的重大政治涵义。 在这个过程

中，原则政治不可避免地将对党纪教育实践产

生重要影响。

四、现代化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原则

政治视域下党纪教育的实践逻辑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对于实践与

异化关系的认识，那可以是：“具有当代历史形

式的实践就是异化的活动。” ［２４］４１此处的“当代

历史形式”就是“资本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从

人类此在的实践问题出发，对当代生活方式之

整体质疑的总标题。［２５］１１从实践运动的过程维

度看，资本主义的演进长期以来被直接等同于现

代化进程，时间上伴随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空
间上涉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关系。

但马克思对于实践异化的批判表明，现代

化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的、西方式的现

代化本身是需要被扬弃的，一个总体解决方案

即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这种扬弃形成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要求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强化党纪教育就是新时

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
（一）传统与现代：原子化及其组织约束

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是传统

向现代的剧烈变迁。 《共产党宣言》对此做了

最为精彩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

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

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

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

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

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了。” ［２６］４０２ － ４０３封建、宗法乃至家庭关系解体的直

接后果即是市民社会中人的原子化。 如前所述，
由此产生了相互独立的单个人、单个家庭的利

益，以及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集中讨论了

这一现象。［２７］ 其指出，虽然政治解放确立了人

权，如赋予犹太人教育权、信教权等公民权利，
但这种解放并未带来对政治的、公共的人的高

扬。 恰恰相反，政治国家沦为了保护市民社会

中原子化、个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工具，并将

后者视为真正的人、人的本质。 由此，原子化

个体产生了，社会却消失了。 人组成的社会不

是作为类存在物而存在，而是沦为原子化个体

行动的框架。 利益，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唯一

纽带。 自由只是一种分离对立的自由，而非构

成一切人自由前提的“自由”。 本质上仍然是

一种政治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解放是不彻底的，源

于人权的内在局限。 “这一对人的权利的澄

清———事实上———将作为资产者的人设定为

前提，将作为根本的和真正的人的私人设定为

前提” ［２５］８２ － ８３。 因此，犹太人的狭隘性实际上

标示了市民社会的人本质的狭隘性，犹太人的

解放最终只能是超越个人的自身的解放。 为

达成这种解放，需要三个条件：（１）抽象的公民

复归于自身———成为政治的 ／公共的人；（２）意
识到自身的社会关系联结，成为类存在物；（３）
社会力量的自我组织。［２７］ 而要实现这种复归、
联结和组织，就必须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

至上观念，强调原子化个体对他人、社会的义

务乃至奉献。
对共产党员来说，这种义务和奉献首先表

现为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是对原子化个

体权利的超越。 如，政治纪律作为政治方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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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

的行为准则，要求党组织和党员不能发表危害

党的言论，不能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不能损害

中央权威等；组织纪律要求遵守民主集中制原

则，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
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

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维

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群众纪律

要求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为人民服务等。

以上纪律规定都不同于强调个人自由、个
人利益的自由主义权利观。 这一点在《中国共

产党章程》 “党员”部分的内容中就能明显看

出。［３２］１７ － ２２ 作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共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

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自
觉遵守党的纪律是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党

员的义务在章节安排上———本质上是优先性

上，被置于其权利之前。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成
为党员就意味着对个体原子化的扬弃，通过纪律

约束完成自身政治性、组织性和群众性的锻造。
（二）国家与社会：私人性及其整体克服

市民社会作为“需要的体系”代表着特殊

利益和私人性。 自由主义 － 功利主义政治理

论就建立在这种私人性的基础上，虽然其百般

强调最大幸福原理是公共幸福，但底层逻辑仍

然是个体对功利追逐的正当性。［３３］ 马克思、恩
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对边沁等人将利己的、
个人的利益视为唯一现实的利益的观点进行

了批判，并进一步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

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

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３４］。
黑格尔同样反对功利主义理论，但其替代

方案是“想在一个绝对组织起来的国家中保留

市民社会” ［２５］５１，将克服政治的异化———植根

于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寄

希望在普遍性、精神性的国家之上。 但马克思

认为，这种普遍性是虚幻的，现实是国家是被

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总是为某些群体的特殊利

益所左右，也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

论，后来演变出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讨论。
“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

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２７］２０７因此，国家无

法克服政治的异化。
在现实中，政治国家便是由现实的人———

行政官僚组成和运转的。 早在对书报检查制

度的讨论中，马克思便注意到了以书报检查官

为代表的行政官僚所掌握的权力的任意性，及
其蜕化为更高等级、 更为优越的存在的可

能［３５］１０７ － １３５；而林木盗窃案使其意识到黑格尔

式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对解决物质利益问题

的无力，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不仅对于保护贫

苦阶级本身及其习惯是缺位的，还沦为了林木

所有者的工具、牟利活动的经纪人，甚至本身

也成为其私有财产［３５］２４０ － ２９０；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其更为直接地指出，行政权的政治实

践必将以封闭且腐化的官僚政治收场，国家最

终将堕落为空虚的形式主义［２７］５３ － １５８。 官僚具

有真正普遍的利益的想法是具有欺骗性的，因
为官僚将国家利益与其自身私人利益紧密等

同起来。［２４］２７在后来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

八日》中，马克思进一步看到的则是一个庞大

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寄生体———官僚体系，
是“缠绕”在社会之上的反动力量，本质上意味

着公共权力的蜕化、变质和滥用。［２６］６６３ － ７７４ 因

此，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宣称，
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和统治阶级的工

具［２６］１６３ － １６４，以维护共同利益的面貌出现，最终

将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桎梏［２６］１９９。
讨论“理性国家”及官僚制，另一个绕不开

的人物就是韦伯。 实际上，韦伯的观点带有明

显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子，在他那里，“理性”就

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包罗万象的、普遍

的，因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性而成为现实

性，构成了一切现实事物的 “内在规律和本

质” ［３６］２１８ － ２２０。 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的理论母题

也是“资本主义”。 但其主要将建立在法理型

统治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理解为一种黑格

尔式的“理性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形式化、
非个人性的、普遍主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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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交换活动的纯工具性和货币合同、契约的非

个人性相符。［３６］２０５ － ２０８

不同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普遍

的但必须加以革命的“自我异化”，韦伯选择了

拥抱这种“合理性”或“理性化”。 然而其也不

可避免地承认，这一理性化过程产生的合理性

本身就是某种“非理性”。［２５］２９韦伯将之归因为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手段与目的的冲突和对立，认为其构成了

现代社会两难处境的根源。［３６］２２７ － ２３０因此，在他

那里，“理性化”的造物、具有普遍意义的官僚

制就成为一个人们将自己安置于其中的、被其

包围和规定的“铁笼”。 具体而言，官僚制内含

的分级审理、照章办事等原则既具有合理性，
同时又是非理性的，如造成文牍主义蔓延、官
僚式的冷漠态度等。 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
与“官僚主义”密不可分，成为孕育后者的温

床，形式主义的产生逻辑亦是如此。［３６］２１０

韦伯之所以面临上述困境，根源在于其将

资本主义作为合乎人性的、合理性的社会制度

加以论证，而非如马克思那般进行批判和扬

弃。 因此便不断地与其基本前提———私有制

关系———发生矛盾，进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前

提，导致陷入自我矛盾的循环。［３６］３１７

总结而言，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韦伯，诉诸

国家的尝试都无法克服异化。 对此，马克思给

出的总体方案是共产主义，认为需要没有任何

自身特殊利益、代表整个运动利益的共产党和

共产党人的推动。［２６］４１３

在韦伯看来，一切基本的社会关系都来自

政治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
是构成了官僚制的不同方面，［３６］２０９ － ３１０ 两者面

临相同的“宿命”。 但其忽略了共产党作为一

种超越官僚制国家的整体性组织的存在。 作

为普遍性的政党， 能够以卢梭所言的 “ 公

意”———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集体意向性，克
服市民社会、官僚国家的特殊利益及私人性。
党的纪律是实现这种整体性克服的保障。 工

作纪律要求党的组织和党员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尤其是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廉洁纪

律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政治本色，本质

是严格防止把市民社会 － 私人性的商品交换

原则带到党内；生活纪律涉及个人品德、家庭

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的规定，要求自觉

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坚决抵制生活奢靡、铺张

浪费、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以及违背家庭

伦理和社会公序良俗等行为，根源在于共产党

员代表着党的形象，是公共性的载体。

五、中国式现代化与党纪教育常态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的审思

　 　 本文基于对马克思政治学的两大核心命

题———实践与异化的考察，从原则政治的视角

出发指出，党的纪律建设及党纪教育的根本出

发点，是以政党来弥合国家（普遍性）与私人

（特殊性）间的深刻矛盾。 现代化是这种异化

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过程，因而对现代化本

身的扬弃也意味着上述矛盾的扬弃。 马克思

主义原则政治与当前中国政治实践（包括党纪

教育）的连接点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由于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在实

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克服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党
纪教育虽然针对的只是中共党员，但是在这种

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却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张

力。 正因如此，本文认为在对党纪教育实践的

理解中，不能仅仅采取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视角，还必须找回这种政治实践的“初心”———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政治。

从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的视角审思，党的

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性质、力量的关联点正是

“公共性”问题，与其目标、动力的结合之处则

在于“组织化”方式。 换言之，正因为中国共产

党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诞生的，因此通过

严明纪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党锻造得更加

坚强有力，进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就不仅仅是出于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观念引导、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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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凝聚、组织动员与制度执行这类集体行动

难题的功能主义政治考虑，更是实现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性，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价

值取向与公共性、整体性（表现为“组织化”）的
政治原则，弥合国家（普遍性）与私人（特殊性）
间张力的共同要求。

上述逻辑也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

化背景下，推进党纪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战略

与路径。
一是增强党纪教育系统性。 由于特定的

价值取向与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决定了党的纪

律的本质内涵，而这种价值与原则又贯穿于党

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与奋斗目标之中，因此

党纪教育就不能仅仅就纪律学纪律，还应同党

性教育、初心使命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既重

视纪律刚性约束下的警示震慑，更注重通过正

面引导牢记初心使命，激励担当作为。
从更具操作性的角度看，这也体现为党的

纪律并不等同于《条例》，而是一个党内法规的

体系———“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

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３２］３６。 其中，最为重

要的纪律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 因此，党的

纪律建设史一般都会追溯至党的二大。 党的

二大产生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内容五

章，２４００ 多字，其中 ７００ 多字是关于党的“纪
律”的。［３７］另外，其还通过了一份《关于共产党

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建设“一个做革命运

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

个重大的律”，这两个重大的律就是坚持深入

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３８］ 当下最新修订的

２０２２ 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章程》，２ 万多字中有

２５００ 字是关于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的。［３２］因此，只有将党纪教育与以《中国共产党

章程》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学习衔接贯通起来，
从“底线”约束与“高线”要求系统结合的角度

出发，才能从整体上完整准确地把握党组织和

党员的行为准则。
二是提升党纪教育原理性。 上述分析表

明，党的价值原则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抽象理

念和神秘信条，而是源于现代化以及克服其内

在矛盾的共产主义总体方案的历史进程与现

实运动的展开。 贯穿着这种价值原则的党的

纪律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克服党组织和党员原子

化、私人性的重要保障。 因此，党纪教育就不

能仅以其形式要求和功能作用为依据，也不能

流于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更应该着重强调

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价值取向和理论逻辑，明
确纪律从何而来，有何正当性，服务什么样的

事业，锻造什么样的人。 为此，需要将对马列

经典、党史、党的创新理论等原理性内容的学

习融入党纪教育之中。
三是推动党纪教育常态化。 一方面，党的

纪律在根本上与党的性质宗旨、事业目标挂

钩，具有长期性和内在稳定性；另一方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实的、关乎每一个党组织和

党员的实践行动，具有普遍性和集体性。 因

此，以纪律教育为核心的党纪教育要克服“运
动化”趋势，在顶层设计上坚持长期规划、常态

推进，同时也要力求融入党员的日常工作和生

活，使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成为一种日常习

惯、“终身课题”。
从增加党校党章和党规党纪课程的比例

入手，将纪律学习作为党组织和党员教育监督

管理的“必选动作”，有助于推动党纪教育走向

常态化。 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５ 年末在全国党校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
央纪委对各级党校授课内容作了一个调查，发
现党校开设的党章和党规党纪课程只占总课

程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个比例太低了！” ［３９］。 当

然，党纪教育不能止步于组织要求、“被动接

受”，还应进一步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

实践， 为“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

派、实干家” ［４０］提供价值引导与原则约束。

【注释】

① 引文括号中的“不敢” “不能” “不想”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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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
② 《条例》修订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对新增或

修改的重点条文进行了解读，各地也结合中央层面

的解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梳理和对比，相关信息在

网络上非常普遍。
③ 黑体为原文所加，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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